
《跨文化对话》28辑

18世纪到20世纪“中国之欧洲”的演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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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1989年间，艾田蒲，这位一直孜孜不倦地企图让比较文学从固步自

封的“欧洲中心主义”解放出来的比较文学大师在伽里玛出版社出版了两册题

为《中国之欧洲》的著作。在著作的第一卷里，艾田蒲试图“呈现出欧洲教士

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实际上竟为欧洲导入了有关中国科技，思想以及艺术的认

识”2，“从罗马帝国一直到莱布尼茨”，就像书本副题所写的一样；而在第二

卷里，他则追溯到欧洲在启蒙运动时期，从仰慕中国到排斥中国的演变。这部

著作并不以穷尽主题为目标；后来者的补充使之不断完整；但多亏了这部著作

我们得以明白，中国在17、18世纪曾经怎样借着旅人，特别是传教士，深深地

激荡以及丰富欧洲文化。而人们一般都认同，19世纪，中国从一个众多思想家、

作家及艺术家的楷模变成了一种欧洲的对立面、一个被鄙视的国度，一个被帝

国主义大国瞄准的目标。而近几十年来，许多研究成果又表明，20世纪的欧洲

思想、文学与艺术又由于重新对中国产生兴趣、对中国文化有了更深入的欣赏

而获得激励和更新。

这种得到普遍认同的历史观点已在集辑《中国的遗产》 (The Legacy of 
China) 的结语里被概括了出来：“受到欧洲旅行家及旅居在华的欧洲人所做观

察研究之刺激，欧洲知识界对中国的兴趣 ……被分割成两个阶段， 当中隔有

相对漠然的一段时期；其中第一阶段由耶稣会士利玛窦于1600年抵达北京从事

他的传教工作开始算起，然后一直持续到18世纪的七、八十年代；至于第二阶

段，则由20世纪初开始，一直延续至今。”3我在这文章里希望探讨的，正是从

18世纪末到20世纪期间这段“相对漠然的时期”。我提出的问题是，欧洲知识

界对中国的兴趣是否真的在19世纪一度止息；换言之，从17、18世纪之交到20
世纪中国重新对欧洲文化发生影响，这段时间是否有可能让我们看到 “中国之

欧洲”的某种延续。考虑到该问题涵盖之广，脉络之复杂，我在本文里将探讨

范围收窄在文学以及艺术的领域，并按着艾田蒲就“中国之欧洲”所提出的四

个主要元素分别陈述。它们分别是：旅人提供的大量有关中国的资料、学术界

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大众中发展出来的“中国趣味”，以及前面三个元素在文

学创作领域产生的回响。

1．提供中国资讯的欧洲人

在《中国之欧洲》里面，艾田蒲对研究外国旅人的中国游记予以重要的肯定

他相信“哲学精神大抵来自于对旅行者的经验进行的思考”4。尽管他以不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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